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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巴尔干战争所引发的危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国际体系变化过程中的重

要节点。危机期间，英国以大国集体会议的形式化解各方矛盾，不仅维护了“协调外交”体

系，也令英国在近东的利益得到保证。在处理巴尔干战争后续问题时，英国却放弃“大国一

致”原则，转而与法俄同盟协同行动，欧洲的多极协商格局正式演化为两极对峙，“协调外

交”体系就此瓦解。“协调外交”处理巴尔干战争危机及其后续问题的教训是，尽管大国之

间的协调外交可以解决个别问题，但没有解决国际体系的根本问题。两次巴尔干战争已经

为“协调外交”敲响了丧钟，而“七月危机”及随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拉开了国际秩序和国

际体系新时代的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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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初，位于欧亚非三大洲交接处的巴尔干半岛成为各种国际矛盾的交汇点。两次巴尔

干战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最后一次重大国际危机，在此次危机中，英国等欧洲大国积极介入各

方冲突，虽仍能以延续百年的“协调外交”①与“大国一致”原则在巴尔干地区重建短暂和平，却未

能察觉旧体系在危机之后已寿终正寝的现实，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因此紧随而至。在第一次世界

大战前同盟国和协约国两大集团形成这一问题上，学界有两种观点: 其一，认为 1907 年《英俄协

约》的签订标志着欧洲分裂为两个对立的军事集团; ②其二，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并不存在真正

意义上的两大军事集团，理由是英国与法、俄两国的协约只是为了调解殖民地利益，未有政治或军

①

②

对于“协调外交”的存废时间，学界一直以来有诸多观点。有学者认为，1822 年维罗纳会议是“协调外交”的终点，理由是英

国拒绝了由法国出兵镇压西班牙革命的提议，并因此退出大国集体会议，参见: Harold Nicolson，The Congress of Vienna. : A
Study in Allied Unity，1818 － 1822，Constable ＆ Co. Ltd. ，1946; 也有学者认为，“协调外交”旨在镇压变动欧洲格局的任何行

为，大国甚至不惜以武装干涉来实现这一目标，而梅特涅在 1848 年革命中下台标志着“协调外交”的结束，参见: Mack
Walker，eds. ，Metternich’s Europe，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1968; 还有学者认为克里米亚战争是“维也纳会议”后大国间

首次爆发的战争，从而瓦解了“协调外交”体系，参见: Paul W. Schroeder，Austria，Great Britain，and the Crimean War: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Concert，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2; 另有学者则认为，“协调外交”一直延续至一战前，参见:

Ｒichard Langhorne，The Collapse of the Concert of Europe，International Politics，1890 － 1914，The Macmillan Press，1983。本文

认为，“协调外交”作为一种以均势为基础的外交机制与理念，并无具体形式，而其诸多原则，如“大国一致”等，在 19 世纪始

终被各大国所尊奉，因此采纳最后一种观点。
Ｒichard Langhorne，The Collapse of the Concert of Europe: International Politics，1890 － 1914，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1，

p. 195; Sir A. W. Ward，G. P. Gooch，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783 － 1919，The Macmillan
Company，1923，vol. 3，p. 366; Christopher Clark，The Sleep 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Inc. ，2012，pp. 178 － 179;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 第三卷)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52 页; 吴于廑、齐世荣主

编:《世界史·现代史编上》，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2 页。



世 界 历 史 2021 年第 3 期

事承诺。① 中西学界往往更重视一年后的“七月危机”②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关系，③仅将两次

巴尔干战争的后果描述为加剧了两大军事集团的对立，或恶化了俄奥关系，进而加速了第一次世

界大战的来临。④ 根据本文利用档案资料研究所揭，英国在危机期间，为避免欧洲分裂，多次牺牲

俄国这一协约伙伴。可见，英国当时并未放弃“政治掮客”的角色。巴尔干战争所引发的危机是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国际关系变化中的重要节点，体现在“协调外交”机制失灵与两大军事集团的

正式形成。早在 20 世纪初，西方学术界就开始涉猎巴尔干战争和“协调外交”的相关命题。⑤ 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档案文献的陆续公之于世，新资料的发掘、个案研究的

深入，研究视角的扩大，研究范式的涌现，学者们对两次巴尔干战争的阐释也更加详尽。⑥ 21 世纪

初，西方学者开始从积极和消极两大层面审视“协调外交”的历史功用。⑦ 相较国外学者，国内学界

对相关命题讨论不足。两次巴尔干战争主要集中在国际关系史及地区通史的写作之中，或一笔带

过或语焉不详，而“协调外交”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关系的理论构建和历史分析之中。⑧ 作

为“协调外交”机制的最后一次实践，英国在巴尔干战争中的外交行为，以及二者的逻辑关系并未在

国内学术界得到应有的关注。本文在研读英国外交部最新档案资料基础上，爬梳巴尔干战争中英国

外交的流变轨迹及其与大国的博弈互动，从而厘清巴尔干战争与第一世界大战爆发的历史演进

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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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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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⑧

C. J. Low，The Ｒeluctant Imperialist: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878 － 1902，Ｒoutledge，1967，vol. 1，p. 249; D. Ｒeynolds，
Britannia Overruled: British Policy and World Pow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Longman，1991，pp. 85 － 86．
从 1914 年 6 月 28 日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到 7 月 28 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这段时间在外交史上被称为“七月危机”。
David Fromkin，Europe’s Last Summer: Who Start the Great War in 1914，Alfred A. Knopf，2004，p. 95; Christopher Clark，The
Sleep 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p. 545; Jack S. Levy，John A. Vasquez，eds. ，The Outbreak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Structure，Politics，and Decision-Maki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p. 7．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 第三卷) ，第 387—394 页; 吴于廑、齐世荣主编: 《世界史·现代史编上》，第 24—25 页; A. J.
P. 泰勒著，沈苏儒译:《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 1848—1918》，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 563—565 页; C. L. 莫瓦特编:《新编

剑桥世界近代史》，第 12 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90—195 页。
Lord Courtney of Penwith，ed. ，Nationalism and War in Near East，Clarendon Press，1915，p. 67．
弗利茨·费希尔( Fritz Fisher) 认为，巴尔干战争破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外交战略，而维持“协调外交”是避免战争

的最好手段; 约瑟夫·海勒( Joseph Heller) 认为两次巴尔干战争未直接影响英国的利益，因此英国多次以“协调外交”为由

规劝奥斯曼帝国接受大国决议。Fritz Fisher，War of Illusions: German Policies from 1911 to 1914，New York，W. W. Norton ＆
Company，1967，pp. 166 － 169，174 － 177; Joseph Heller，British Policy towards the Ottoman Empire，1908 － 1914，London:

Frank Cass ＆ Co. Ltd，1983，pp. 72 － 101.
扎拉·斯坦纳( Zara S. Stainer) 分析了巴尔干战争对“协调外交”体系的负面影响。马修·兰德尔( Matthew Ｒendal) 以防御

性现实主义理论解释“协调外交”体系，认为“协调”体系的瓦解是由各大国对他国目的误读造成的。Zara S. Stainer and
Keith Neilson，Brita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Palgrave Macmilian Ltd. ，2003，pp. 117 － 125. Matthew Ｒendall，
“Defensive Ｒealism and the Concert of Europe”，Ｒ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 32，no. 3 ( July 2006) ，p. 524．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 第三卷)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 年版; 贾烈英: 《构建和平———从欧洲协调到联合国》，时事出

版社 2013 年版; 马细谱:《巴尔干纷争》，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郝时远:《帝国霸权与巴尔干“火药桶”》，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1999 年版; 王磊:《大国协调与集体安全的差异及其当代融合———来自“欧洲协调”与国际联盟的历史经验》，《太平

洋学报》2012 年第 9 期，第 49—58 页; 沈秋欢:《格莱斯顿“欧洲协调”思想及其外交实践》，《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1 年第

11 期，第 50—56 页; 贾烈英: 《“欧洲协调”机制的内化过程》，《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1 年第 7 期，第 30—33 页; 郑先武，

《“欧洲协调”机制的历史与理论分析》，《教学与研究》2010 年第 1 期，第 78—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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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巴尔干战争前英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协调外交”

维持欧洲均势是 19 世纪英国一以贯之的外交哲学，而“协调外交”则是其实现均势的主要工

具。英国以自身大国地位，调解“协调外交”体系内大国的利益冲突，既阻止某一大国取得主导地

位，也防止大国的过激行为。就 19 世纪晚期的东方问题而言，英国凭借“协调外交”保证了在奥斯

曼帝国衰落过程中，奥斯曼帝国治下地区秩序变化的有序性，进而保证帝国本土与印度之间军事

和商业要道的安全。1878 年的柏林会议即是该战略的体现。在此次国际会议上，英国偕同其他欧

洲大国迫使俄国放弃控制奥斯曼帝国的野心，恢复了中近东均势。此后，为制衡在该地区势力迅

速扩张的德国，英国又转而与俄国接近，并在 1908 年末爆发的波斯尼亚危机中化解俄国与奥匈帝

国的矛盾。

然而，在大国博弈中被忽视的巴尔干诸小国并不甘心扮演棋子的角色。在波斯尼亚危机中，《柏

林条约》的权威因奥匈帝国吞并名义上尚属奥斯曼帝国的波黑地区而被破坏。此一行为既令诸小国

倍感威胁，也令它们看到突破条约限制的可能。不仅如此，随着英国国际影响力及其对他国制约力

的下降，大国多边协商和自我克制转变为对单边优势的追逐。在波斯尼亚危机中受辱的俄国并不甘

心服从于英国的战略利益，不断在巴尔干小国间斡旋穿梭，最终促成巴尔干联盟，地区局势也因之骤

然紧张。英国外交部意识到，该联盟并非斯拉夫人的反奥匈帝国同盟，而是旨在瓜分奥斯曼帝国欧

洲领土的战时同盟。若巴尔干战争爆发，极有可能导致奥斯曼帝国瓦解，进而引发大国争抢奥斯曼

帝国领土。英国为维护自身利益，不得不主动介入局势。
1912 年 7 月中旬，奥斯曼帝国发生政变，较温和的自由统一党( Liberal Union Party) 取代统一和

进步协会( 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 ，英国外交部看到了巴尔干局势缓和的一丝希望，决定以

奥斯曼帝国政权更迭为时机，维持巴尔干地区的现状。第一，英国要求奥斯曼帝国尽可能以最快速

度提出改革草案，变动治下的欧洲疆域。① 第二，英国婉拒奥匈帝国发出的照会，②并游说其他国家

不要轻举妄动。③ 在英国看来，在此紧要关头，切勿要求奥斯曼帝国允许巴尔干地区“自治”，否则会

产生两种恶劣后果: 一是引起奥斯曼帝国军队的哗变; 二是掀起巴尔干地区汹涌澎湃的民族主义运

动并最终引发战争。④ 英国为了让奥斯曼帝国进行改革拥有更多的时日，对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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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Sir Edward Gray to Mr. Marling，London，September 23，1912，G. P. Gooch and Harold Temperley，eds.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Printed and Published by His Majesty’s Stationary Office，1933，Vol. 9，Part I，No. 735．
奥匈帝国以实现阿尔巴尼亚自治为其巴尔干政策目标。奥匈帝国外长的照会即是要求奥斯曼帝国尽快授予阿尔巴尼亚自

治权，并谴责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对奥斯曼帝国领土的野心。但该照会不仅没有得到协约三国响应，德国也不愿被

奥匈帝国拖入该问题。照会详见: Fritz Fisher，War of Illusions: German Policies from 1911 to 1914，pp. 153 － 155．
英国政府指示驻外各大使，要求各大国再观望一段时期。参见: Sir Edward Gray to Mr. Marling，London，August 21，1912;

Sir Edward Gray to Sir G. Buchanan，London，August 26，1912; Sir Edward Gray to Sir Ｒ. Ｒodd，London，August 31，1912; Sir
Edward Gray to Sir F. Cartwright，London，August 26，1912，G. P. Gooch and Harold Temperley，eds.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Vol. 9，Part I，No. 646，655，685，656．
Sir Edward Gray to Sir F. Bertie，London，August 21，1912; Sir Edward Gray to Mr. Marling，London，August 21，1912，Gooch
and Harold Temperley，eds.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Vol. 9，Part I，No. 645，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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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施压，告诫两国“放弃和平政策将意味着丢掉全欧洲的同情”。① 此外，俄国也发现自己处心积虑

构建的联盟可能要分崩离析，因此，对巴尔干联盟各国进行警告。②

构建一个稳定的巴尔干地区秩序符合欧洲大国的利益。1912 年 9 月 22 日，法国又提出由大国

联合施压奥斯曼帝国，要求后者改革内政。③ 英国外长再次拒绝该建议，他担心大国的极限施压会导

致奥斯曼帝国新政府的反弹，且英俄支持法国建议，存在被国际社会理解为“大国形成两大集团”的

可能，而这是他一直极力避免的后果。④

至 1912 年 9 月 25 日，巴尔干联盟和奥斯曼帝国已剑拔弩张，双方均向边境动员部队。面对持

续恶化的巴尔干局势，经过商讨，法、俄再次提出三点倡议: 一是强烈反对打破目前巴尔干稳定局势

的任何行动; 二是即使双方爆发战争，各大国拒不同意战后的领土变更安排; 三是根据《柏林条约》相

关规定，在保证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的前提下，由各大国监督奥斯曼帝国对其欧洲领土进行行政改

革。英国外长对前两点没有异议，但拒绝支持第三点建议。他担心一旦某一大国接管奥斯曼帝国的

巴尔干领土，极有可能在未来转变为实质占有。⑤

英国之所以多次否决和平照会，是因为其低估了巴尔干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在战前英国派驻各

国的外交官发往伦敦的报告中鲜见对战争的预测，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说服奥斯曼帝国改革以使巴

尔干联盟放弃武力。⑥ 1912 年 10 月 8 日，各大国将按照英国建议修改后的集体照会递交奥斯曼帝

国与巴尔干联盟各国。然而同日，门的内哥罗向奥斯曼帝国正式宣战，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也

以奥斯曼帝国拒绝改革为由，于数日后对后者宣战。

总之，自 1912 年夏以来，巴尔干地区的潜在危机对大国所造成的共同威胁，再次激起各大国的

集体反应，它们多次试图以“协调外交”的名义平息巴尔干地区待燃的战火。然而由于英国的消极态

度，各大国始终无法就近东局势发展达成一致意见，最终未能阻止巴尔干战争爆发。原因有四: 一是

巴尔干联盟国家认为，巴尔干地区秩序主要由巴尔干联盟决定，完全可以摆脱大国行动，甚至迫使大

国追随它们; ⑦二是巴尔干联盟各国对如下二者承诺的迟迟难行深感失望: 即奥斯曼帝国多次提出改

革内政，英国等监督奥斯曼帝国推进改革; 三是大国认为战争不会在 1912 年爆发，对引致战争爆发

的种种情形没有深入研究; 四是奥斯曼帝国对“改革换和平”建议并不热心，认为《柏林条约》的精神

已被化为乌有，当前进行任何改革都不可能付诸实施。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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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⑧

英国对保、塞两国态度，参见: Sir Ｒ. Paget to Sir Edward Gray，Belgrade，August 26，1912; Sir Edward Gray to Mr. Baclay，

London，August 31，1912; Sir Edward Gray to Sir Ｒ. Paget，London，September 4，1912; Mr. Baclay to Sir Edward Gray，Sophia，

September 5，1912，G. P. Gooch and Harold Temperley，eds.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Vol. 9，Part I，
No. 659，681，697，702; Sir Ｒ. Paget to Sir Edward Gray，Belgrade，September 23，1912，British Foreign Office Files，424 Series，
Turkish War Correspondence( FO424) ，Foreign Office( 简称 F. O. 下同) 424 /234，No. 254.
Mr. Baclay to Sir Edward Gray，Sophia，September 22，1912，F. O. 424 /234，No.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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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s of the War，Vol. 9，Part I，No. 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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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巴尔干战争中英国“协调外交”的发展

巴尔干战争伊始，在意土战争中业已损失巨大的奥斯曼帝国无力抵抗巴尔干联盟的凌厉攻势。
至 10 月底，除亚得里亚堡、斯库台及约阿尼亚等要塞之外，奥斯曼帝国军队均已溃败，巴尔干联盟胜

局已定。
巴尔干局势的颠覆性变化，迫使英国放弃维持现状的既定策略，提出新主张: 第一，同意巴尔干

联盟提出的领土变动诉求。1912 年 10 月，英国外长以国内舆论普遍同情巴尔干小国为借口，承认巴

尔干联盟占领奥斯曼帝国领土的合法性。① 第二，维持奥斯曼帝国亚洲领土的完整，反对各大国分割

奥斯曼帝国。为此，英国外长拒绝了陆军部提出的、借机施压奥斯曼帝国使之承认英国完全据有埃

及的建议，他担心这会引发大国新一轮地缘政治竞逐。② 第三，英国向各大国建议，俄奥协调一致作

为大国插手巴尔干危机的前提。英国在巴尔干危机初期的外交基本诉求就是: 巴尔干半岛并不是战

略重心，希望以自身影响力促成“协调外交”，阻止某一大国单独行动，尽快结束危机。此政策在随后

的塞尔维亚出海口争端中得以体现。
塞尔维亚是根据《柏林条约》而诞生的一个内陆小国，因其国际贸易必须借道奥匈帝国而在经济

上十分依赖后者。③ 因此，塞尔维亚参加巴尔干同盟的主要目标之一即是打通至亚得里亚海的通道，

而这与奥匈帝国的巴尔干战略完全矛盾，奥匈帝国的基本立场有二: 一是倘若奥斯曼帝国难以统治

巴尔干半岛西部的阿尔巴尼亚山区，则支持该地区自治或独立; 二是不允许塞尔维亚获得直达亚得

里亚海的通道。④ 由此可见，其战略非常明确: 阻止塞尔维亚拓展力量，使之成为自己的附庸。随着

战争的持续，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的冲突已成必然。
塞尔维亚先发制人，于 11 月 7 日在诸多场合公开表达对亚得里亚海出海口的诉求，并声称该诉

求得到俄国支持。⑤ 奥匈帝国对此反应激烈，而俄国则以延长俄属波兰境内军队的服役期限作为回

应。为此，德国在支持其盟友的同时，给出一个折中方案: 可以将亚得里亚海的某商业港口以及一条

通往该港的铁路交给塞尔维亚，确保后者的贸易通行。⑥ 上述方案得到英国外长的欢迎，⑦格雷既不

关心塞尔维亚是否获得出海口，也不希望为俄国火中取栗，他更担心危机拖延，进而升级为国际冲

突。缺少英国的支持，俄国也倾向于认可德国方案。但波斯尼亚危机之后，俄国不愿再次接受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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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失败，因此难以彻底否定塞尔维亚的要求。① 1912 年 11 月 9 日，为迫使俄国做出更多让步，英

国公开支持德国提议，并宣称以此作为解决出海口问题的基础。次日，奥匈帝国在英国的鼓励下宣

称，塞尔维亚无权占有阿尔巴尼亚任何部分。②

尽管失去英国的支持，俄国却因国内民族主义势力的鼓动，③于 13 日突然鼓励塞尔维亚政府坚

持以武力一劳永逸地解决冲突。④ 当日，大为恼怒的奥匈帝国立即调兵，威慑塞尔维亚。⑤ 面对意想

不到的变局，英国外交大臣展开外交攻势以阻止俄国单独行动，挽救行将瓦解的“协调外交”。14
日，英国拒绝承诺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中支持俄方，⑥反而向德国表示，英德之间不存在矛盾，应当

通力合作以消弭危机。⑦ 英国外长的表态效果明显，令俄国倍感压力的同时也促使德国更坚决地支

持其盟友。11 月 16 日，英国驻俄大使乔治·布坎南( George Buchanan) 向俄国政府表态，称为亚得

里亚海一个港口而兵戎相见是完全不可想象的。⑧ 英国大使的这番言论为俄国政府说服国内反对势

力提供了借口，此后俄国态度明显软化，撤回了对塞尔维亚的支持。⑨

亚得里亚海出海口之争是巴尔干战争期间各大国第一次交锋。仅在数日内，英国外长即不顾俄

国利益，两次拒绝后者请求，可见其以外交手段尽快处理危机的决心。而英国主动接近德国的行为

也表明其继续坚持“协调外交”的外交思维，不希望欧洲出现大国集团对峙的局面。
由于巴尔干联盟未能攻克奥斯曼帝国军队固守的几个残余据点，巴尔干战场于 11 月底陷入僵

局。德国借机提出召集“大使会议”。瑏瑠 该建议得到英国外长格雷的积极响应，一方面，国际会议便

于各国交换各自利益诉求，也有利于大国斡旋并达成“大国一致”，符合“协调外交”的传统精神，瑏瑡另

一方面格雷也希望借大使会议的机会，进一步缓和英德关系。
大使会议于 12 月 17 日在伦敦开幕。瑏瑢 此次国际会议是自柏林会议后，欧洲六大国代表首次聚

首。会议达成共识，各国承认了自巴尔干战争爆发以来奥匈帝国一直坚持的基本诉求，阿尔巴尼亚

脱离奥斯曼帝国，获得自治地位。不过由于担心阿尔巴尼亚成为奥匈帝国的附庸，俄国大使提出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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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曼帝国苏丹继续拥有阿尔巴尼亚宗主权的要求，而其自治权由六大国保证。① 此后，在英国的劝说

下，俄国同意了德国提出的有关塞尔维亚出海口的提议。12 月 20 日，伦敦六国大使会议最终决定，

将阿尔巴尼亚某一港口作为塞尔维亚商贸口岸，该港口应是一个中立的自由港，并由一条国际共管

的铁路与塞尔维亚相连接。② 然而，尽管俄国与塞尔维亚做出了让步，但奥匈帝国却在阿尔巴尼亚边

界划定问题上令英国和俄国大为失望。前者并没有在其提出的边界草案中做出适当让步。按照奥

匈帝国的方案，阿尔巴尼亚将斯库台( Scutari) 、迪勃拉( Dibra) 、佩奇( ) 等地区纳入北部边界，且

将德亚科瓦( Djakova) 纳入东部边界。数日后，塞尔维亚在俄国暗示下将上述地区分别划归门的内

哥罗和塞尔维亚，就此引发俄国和奥匈帝国之间的阿尔巴尼亚边界之争。

争议之初，英国外长为维护英俄关系，提出俄国在塞尔维亚港口问题中已经做出了巨大退让，因

此有理由要求奥匈帝国也做出相应的友好举动。③ 但英国的斡旋效果不佳，奥匈帝国对其建议并未

给予回应，争端反而在 1913 年 1 月被推向顶峰，两国均开始在边境地带动员军队，并表示不能退

让。④ 面对僵局，英国外长格雷在请德国说服奥匈帝国的同时，⑤也出面劝说俄国以暂时的退让换取

长远利益，称奥皇年事已高，一旦去世，塞尔维亚等斯拉夫国家仍有机会继续扩张。⑥ 在这些行动之

外，格雷还威胁称，倘若争端双方仍不愿退让，他作为大使会议的主持者，将计划出面组织边界委员

会前往巴尔干半岛考察，而这只会令双方利益均受损害。⑦

英国外长的策略取得了较好的后果。俄国被说服了，而德国的回应也很积极，不仅表示尽全力

化解争端，而且严守中立，并保证大国团结。⑧ 至 1913 年 1 月底，在英德的斡旋下，六大国大使达成

一致: 阿尔巴尼亚占据斯库台地区，其东部边界向西后退。此外，大国还一致决定保加利亚占有亚得

里亚堡，约阿尼亚属于希腊。⑨

由于奥斯曼帝国不肯遵循大国意愿交出领土，巴尔干战事于 2 月重开。至 3 月，希腊和保加利

亚在攻占约阿尼亚、亚得里亚堡后，以保证不扩大战事换取大国认可。不过门的内哥罗却不顾大国

决议，继续围攻被六大国划归阿尔巴尼亚的斯库台。为避免该国行为造成“既成事实”，进而破坏早

已达成的“大国一致”，引发新冲突，英国外长要求各国保证严守大使会议决定，并以全体大国的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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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门的内哥罗施压，甚至准备动用各国海军封锁其海岸。① 门的内哥罗在重重压力之下，于 5 月初撤

出了斯库台地区，英国主持的协调外交也得以维持。大使会议的各国代表在《伦敦条约》( Treaty of
London) 上签字，第一次巴尔干战争至此画上句号。
“协调外交”体系内的领土变更需经所有大国认可，因此巴尔干同盟的胜利是对该体系的严重挑

战。各大国不得不迅速采取行动，将各参战国纳入多边协商，为此次战争中的领土变更赋予“合法

性”。伦敦大使会议即是这一思想的产物。英国外长通过大使会议实现了英国政府的既定外交诉

求，其本人也赢得了巨大的声望。②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结束不久，巴尔干联盟内部就开始为领土之争而同室操戈。矛盾一方是保加

利亚，另一方是塞尔维亚、希腊，冲突的核心问题是马其顿、色雷斯与色萨利等地归属问题。1913 年

6 月 29 日，在奥匈帝国的支持下，保加利亚向马其顿地区的希腊和塞尔维亚军队发动进攻，第二次巴

尔干战争爆发。

战争爆发后，英国担心俄国或奥匈帝国会亲自介入小国争斗，因此决定以“不干涉”( non-
intervention) 外交应对巴尔干局势。英国的“不干涉”外交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放任局势发展，实质是

其率先宣布不干涉小国之间的内斗，并以自身实力及“大国一致”原则，从而迫使其他大国也同样

“不干涉”巴尔干地区事务，使战争局部化，这本质上是“协调外交”原则践行的另一种范式。首先，

格雷于当月 26 日向法国表示英国将秉持“不干涉”方针，并希望其他大国不要破坏“协调外交”原则

而单独行动，法国随即表示赞同。如此一来，英国得以断绝法国对其盟友的支持。③ 之后，格雷于次

日即向俄、德大使告知英法态度，并传递合作意向。④ 德国认可英国政策，并表示约束奥匈帝国，⑤而

俄国大使则承诺将冲突局部化。⑥ 格雷的外交活动表明，英国一方面是“协调外交”大国势力均衡的

斡旋者，另一方面则事实上扮演着协约三国首领的角色。

英国主张的“不干涉”外交随之对巴尔干地区事务产生的影响巨大。尽管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局

势远远超出俄国的预期: 保加利亚军队被希腊和塞尔维亚联手击退，前者节节败退、溃不成军。与此

同时，罗马尼亚也派遣军队占领与保加利亚争议之地。⑦ 但由于受制于“不干涉”外交，俄国对于上

述事件仅在口头上反复要求各国停战而未有任何越界行动。同样因为英国的表态，虽然奥匈帝国曾

一度考虑出兵救援保加利亚以拉拢之，但由于德国支持“不干涉”外交，且不愿破坏罗马尼亚与三国

同盟集团的关系，奥匈帝国不得不放弃自身野心。⑧ 7 月 30 日，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各参战国在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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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 Edward Grayto Sir F. Bertie，London，April 25，1913，F. O. 424 /244，No. 545．
Sir A. W. Ward ＆ G. P. Gooch，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Vol. 3，p. 472．
Sir Edward Gray to Mr. Carnegie，June 26，1913，F. O. 424 /246，No. 345．
Sir Edward Gray to Sir G. Buchanan，London，June 27，1913，F. O. 424 /246，No. 353; Sir Edward Gray to Sir E. Goschen，

London，June 27，1913，F. O. 424 /246，No. 354．
Sir E. Goschen to Sir Edward Gray，Berlin，July 2，1913，F. O. 424 /247，No. 30
Sir G. Buchanan to Sir Edward Gray，St. Petersburgh，June 26，F. O. 424 /246，No. 384．
虽然罗马尼亚没有加入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但向保加利亚提出出让罗马尼亚民族占多数的部分领土，作为其保持中立以及

保加利亚势力扩大的补偿。在伦敦和会上，保加利亚同意罗马尼亚的要求，但应允割让的领土小于罗马尼亚的期望。
德奥两国就是否插手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发生激烈争执，两国巴尔干政策存在严重矛盾，德国政府上下无法理解奥匈帝国为

何如此憎恨塞尔维亚，反而极力拉拢塞尔维亚和希腊。参见: Ｒ. W. Seton-Watson，“William II’s Balkan Policy”，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Ｒeview，( June 1928) ，pp. 1 － 29; Fritz Fisher，War of Illusions: German Policies from 1911 to 1914，

pp. 213 －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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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议，并于 8 月 10 日签订《布加勒斯特合约( Treaty of Bucharest) 》。

正当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即将停火之时，英国的“不干涉”外交政策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后果。7 月

16 日，奥斯曼帝国军队越过《伦敦条约》规定的新边界，重占亚得里亚堡。奥斯曼帝国的行为有违国

际法原则，格雷担心俄国利用此事件支持保加利亚，扩大自身在该地区的势力。不出预料，两日后，

俄国大使即向格雷发出警告，要求奥斯曼帝国不得违反《伦敦条约》的相关规定。如果奥斯曼帝国继

续恣意妄为，大国将动用海军迫使其撤出占领地区。① 此时英国与奥斯曼帝国正在就巴格达铁路问

题进行外交谈判，格雷不希望因亚得里亚堡的归属而导致两国关系发生变故，因此决定以“不干涉”

姿态等待事态发展。② 仅数日后，更急于改善与奥斯曼帝国关系的德国明确表示，反对大国集体施压

奥斯曼帝国的行动，③英国随即以“协调外交”为由，同样拒绝参与海军示威。俄国计划就此流产。

但鉴于俄国国内对奥斯曼帝国开战的热情异常激烈。④ 为了避免俄国单独行动而破坏“大国一

致”原则，英国从如下层面进行应对:

第一，坚决要求德法与英国一同坚持“不干涉”外交，确保大国一致。格雷指示英国驻两国代表

先后询问驻在国政府态度，德、法外长以任何武装干涉均有可能诱发奥斯曼帝国解体为由，明确赞成

英国政府的建议。⑤ 两国的表态既断绝了盟友对俄国的支持，也间接鼓励了奥匈帝国对俄坚持强硬

态度。

第二，拒绝俄国建议。7 月 26 日，不甘受挫的俄国外交部又提出新方案: 即英、法、俄三国成立联

合舰队协同行动向奥斯曼帝国施压。英国对此一口回绝。⑥ 其考量有三: 一是防止出现三国协约和

三国同盟直接对立的局面; 二是某些国家不经全体大国商讨，单独行动，破坏了“协调外交”思想; 三

是担心大国各自行动而导致国家秩序出现混乱，更无法有效阻止奥斯曼帝国的军事行动。

第三，向奥斯曼帝国政府有限加压，既达到阻止冲突扩大的目的，也不至于破坏两国关系。一方

面，7 月 24 日，英国外长格雷公开宣布，奥斯曼帝国政府必须严守《伦敦条约》有关边界条款的各项

规定。⑦ 但另一方面，格雷在两日后发给英驻奥斯曼帝国代办的指示中，指出《伦敦条约》可以进行

有利于奥斯曼帝国的改动，前提条件是奥斯曼帝国军队仅在色雷斯地区行动。同时他还提出警告:

如果奥斯曼帝国军队进攻保加利亚旧有领土，英国将进行实质性干涉。⑧ 英国的外交举措取得了明

显效果，奥斯曼帝国在数日后即宣称以马里查河( Ｒiver Maritsa) 为停火线，停止军事行动。⑨ 1913 年

9 月 29 日，奥斯曼帝国与保加利亚签订《君士坦丁堡和约》( Peace Treaty of Constantinople) ，第二次巴

尔干战争随即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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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 G. Buchanan to Sir Edward Gray，St. Petersburgh，July 18，1913，F. O. 424 /247，No. 415．
Sir Edward Grey to Earl Granville，London，July 25，1913，F. O. 424 /247，No. 593．
Earl Granville to Sir Edward Grey，Berlin，July 23，1913，F. O. 424 /247，No. 545．
Sir G. Buchanan to Sir Edward Gray，St. Petersburgh，July 28，1913，F. O. 424 /247，No. 640．
Sir Edward Gray to Earl Granville，London，July 25，1913，F. O. 424 /247，No. 593; Earl Granville to Sir Edward Gray，Berlin，

July 25，1913，F. O. 424 /247，No. 582; Sir Edward Gray to Sir F. Bertie，London，July 25，1913，F. O. 424 /247，No. 596．
Sir G. Buchanan to Sir Edward Gray，St. Petersburgh，July 26，1913，F. O. 424 /247，No. 616．
Sir Edward Gray to Mr. Marling，London，July 26，1913，F. O. 424 /247，No. 622．
Sir Edward Gray to Mr. Marling，London，July 26，F. O. 424 /247，No. 623．
Sir F. Bertie to Sir Edward Gray，Paris，July 29，1913，F. O. 424 /247，No. 682. 必须指出，除英国外，德奥两国曾向奥斯曼帝

国施加压力，参见: Earl Granville to Sir Edward Gray，Berlin，July 28，1913，F. O. 424 /247，No. 650; Minute by Sir A.
Nicolson，F. O. 424 /247，No. 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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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尔干战争中，格雷努力秉持“大国一致”的基本精神。一方面，他运用英帝国的历史威望，说

服俄国对奥匈帝国做出妥协; 另一方面，他又与德国大使在恢复巴尔干和平这一短期利益上结成“盟

友”，并通过后者向奥匈帝国施压，最终维护了“协调外交”体系。英国通过与德法协调一致，对俄国

和奥斯曼帝国施压的外交举措，不仅实现了“不干涉”外交的基本诉求，而且缓和了与奥斯曼帝国的

关系。尽管格雷极力扮演“政治掮客”的角色，但英国实际上正逐渐转变为协约三国的首领。这事实

上也意味着，旧欧洲已鲜有大国能够扮演调解者角色，“协调外交”正逐步蜕化为两大军事集团的有

限妥协。

三、巴尔干战争后续问题与英国“协调外交”的落幕

1913 年 8 月，巴尔干地区似乎再度恢复了平静。尽管新生的阿尔巴尼亚国家的边界尚未完全划

定，爱琴海上的诸多岛屿归属权 ①也还存在争议，但为了避免伦敦大使会议变成次要问题的“垃圾堆

积场”，②英国外长格雷匆匆终止会议活动。③ 然而，正是由于大使会议这一协商平台的缺失，此后与

上述问题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奥匈帝国与意大利不顾其他大国态度，数次单独干涉该地区事务，终导

致“协调外交”在巴尔干地区落幕。
8 月底，阿尔巴尼亚北部发生动乱。奥匈帝国认为，阿尔巴尼亚境内的动荡是由于塞尔维亚阻

止阿尔巴尼亚人前往边境市场所致，目的是扰乱邻国，从而获得干涉借口，因此大国应该向塞尔维亚

采取外交行动。④ 此后数日，塞尔维亚军队打败阿尔巴尼亚人，越境占领了数个邻国城镇。得到消息

的奥匈帝国向英国提议六大国联合向塞尔维亚施压迫使其撤军。英国认可该建议，但也表示需要时

间商议，并警告奥匈帝国滥用大国联合行动只会导致大国权威的丧失。⑤ 正当诸大国商议对策之时，

奥匈帝国却以“协调外交”的名义，于 10 月 18 日单独向塞尔维亚发出了撤军的最后通牒，并要求其

他大国一致行动。⑥ 虽然由于俄国无意支持塞尔维亚，后者很快接受了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⑦但奥匈

帝国的行为是 1912 年 10 月以来，大国在巴尔干危机中第一次单独行动，这显然是对“协调外交”原则

的破坏。在英国外交部看来，尽管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是维护大使会议尊严的必要举措，⑧然而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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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琴海岛屿归属权问题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在意土战争期间，意大利占领了一部分原属奥斯曼帝国的岛屿。两国商定，当

奥斯曼帝国从利比亚地区撤军后，意大利也将这些岛屿归还奥斯曼帝国。二是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期间，希腊占领了部分

奥斯曼帝国的岛屿，这些岛屿的归属尚未决定。
Sir Edward Gray to Sir F. Bertie，London，November 12，1913，G. P. Gooch and Harold Temperley，eds.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Vol. 10，Part I，No. 80．
Viscount Grey of Fallodon，Twenty-Five Years，1892 － 1916，p. 262．
Sir F. Cartwright to Sir Edward Grey，September 23，1913，Vienna，F. O. 424 /249，No. 162．
Sir Edward Grey to Sir F. Cartwright，October 1，1913，London，F. O. 424 /249，No. 230．
Sir Edward Grey to Sir G. Goschen，October 18，1913，London，G. P. Gooch and Harold Temperley，eds.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Vol. 10，Part I，No. 43．
Mr. O’beirne to Sir A. Nicolson，October 30，1913，St. Petersburgh，G. P. Gooch and Harold Temperley，eds.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Vol. 10，Part I，No. 62．
Sir E. Goschen to Sir Edward Grey，October 16，1913，Berlin，G. P. Gooch and Harold Temperley，eds.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Vol. 10，Part I，No.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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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帝国事实上是以该最后通牒挑战其他大国，①格雷甚至质疑奥匈帝国试图抛开其他大国，以主导阿

尔巴尼亚局势。②

获得了在阿尔巴尼亚北部的战略利益后，奥匈帝国的注意力又转向了前者与希腊接壤的南部边

界问题。在这一地区，奥匈帝国联合意大利应对希腊的强烈抵抗。③ 英国在这一问题上仍然希望扮

演协调者的角色。1913 年 9 月，英国代表为了避免阿尔巴尼亚南部边境委员会分裂成两个政治集团，

提议由英德组织调查团考察两国争议地区。然而，真正的危险并不在会场。10 月，争议地区爆发动乱，

希腊的非正规武装进入该地区，旨在恢复秩序并造成希腊管控的既成事实。对此，奥匈帝国反应迅速，

抢在英德协商大国一致行动之前，联合意大利向希腊政府递交照会，要求其于 12 月底之前撤军。④ 这

是奥匈帝国在一个月内对“协调外交”精神的第二次打击。相较上一次行动，本次联合照会更是放弃了

“维护大国权威”的幌子，法意两国甚至因这一行动而互相谩骂。⑤ 奥意两国的行动表明，失去大使会

议的约束后，仅凭“欧洲协调”这一抽象原则很难阻止个别国家或国家集团追求自身利益的行动。

对上述争议地区的归属，英国有自身计划。格雷希望将这一问题与爱琴海岛屿归属问题一并解

决，根据希腊总理的建议，⑥他向各大国提议的方案是: 当边境委员会完成划定边境的工作后，一方面

要求希腊撤出争议地区，并承认前者拥有在巴尔干战争中占领的岛屿作为补偿; 另一方面以意大利

承认争议地区归属阿尔巴尼亚，说服意大利退出在意土战争中占领的、原属奥斯曼帝国的爱琴海岛

屿。⑦ 因此，英国并不反对奥意两国向希腊发出的照会，若上述方案能够实现，甚至希望将各大国重

新拉回到“协调外交”的框架之中。

英国方案得到法俄两国的认可，不过该方案成功的关键则在于英国政府是否能够与德国政府达

成一致，并通过后者使奥意两国“恢复理性”。⑧ 然而，尽管德国政府对英国方案的内容没有异议，其

外交大臣也因意大利对希腊“近乎狂热的仇视”而忧心忡忡，但德方反应并不积极，不愿意主动向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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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 Edward Grey to Sir G. Goschen，October 18，1913，London，G. P. Gooch ＆ Harold Temperley，ed.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Vol. 10，Part I，No. 43．
Sir Edward Grey to Sir F. Bertie，October 29，London，G. P. Gooch ＆ Harold Temperley，ed.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Vol. 10，Part I，No. 58．
奥意两国以种族和语言相近为理由，提出将北伊庇鲁斯划归阿尔巴尼亚。希腊强烈反对这一划分，认为该地区人民多为希

腊正教会信众，应当归属希腊。参见: Herbert Gibbons，Venizelos，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20，pp. 138 － 139. 而实质上

两方争夺的是科孚海峡这一战略要地。该海峡地处亚得里亚海出口处，能够威胁奥意两国海军在亚得里亚海的自由活动。
参见: Herbert Gibbons，Venizel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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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Vol. 10，Part I，No.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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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 Elliot to Sir. Edward Grey，December 10，1913，Athens，G. P. Gooch and Harold Temperley，eds.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Vol. 10，Part I，No. 89. 鉴于这些岛屿有可能成为意大利在爱琴海的永久基地，从而威胁到英国之于中东

的交通线，英国急切希望意大利能将占领的爱琴海岛屿归还奥斯曼帝国。参见: Admiralty to Foreign Office，June 29，1912，

London，G. P. Gooch and Harold Temperley，eds.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Vol. 9，Part I，No. 430;

Admiralty to Foreign Office，October 6，London，F. O. 242 /257.
Sir Edward Grey to Sir F. Bertie，December 12，1913，London，G. P. Gooch and Harold Temperley，eds.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Vol. 10，Part I，No.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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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国施压。① 这是自巴尔干战争爆发以来，英德首次未能就巴尔干局势达成一致。这一方面是由

于英国方案有损于奥斯曼帝国的利益，而彼时英德两国正在积极拉拢前者，德国不愿向奥斯曼帝国

施压，迫使其将岛屿让予希腊，另一方面则源自德国对意大利立场的疑虑，不希望在涉及意大利直接

利益的问题上冒犯后者。② 最终，在 12 月 31 日对英国方案的答复中，三国同盟依然只同意阿尔巴尼

亚南部边界的处理办法，却将爱琴海岛屿问题搁置。③ 英国方案受到冷遇再一次削弱了“协调外

交”。三国同盟集团在面对解决巴尔干争端的一揽子计划时踟蹰不前，导致在国际争端中，第一次出

现协约三国与同盟三国对立的局面。更重要的是，在此次交涉中，德国未能体现约束其盟友的意愿，

而这是“协调外交”成立的基础之一，德国政府不愿继续扮演缓和角色，对“协调外交”而言是一个巨

大打击。
1914 年 1 月 14 日，经过斡旋，三国同盟同意英国方案的回复姗姗来迟，④格雷希望借此尽快草

拟一份递交希腊和奥斯曼帝国的联合照会，以挽救摇摇欲坠的“协调外交”。为了避免出现另一次

“斯库台危机”，格雷提出，为了确保希腊与奥斯曼帝国遵从联合照会，各大国应事先就以何种强制手

段保证联合照会的权威性达成一致。然而，德国外交部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该建议，并声称绝不会加

入对奥斯曼帝国的武力威胁。⑤ 德国对大国集体干涉的消极态度事实上令“协调外交”在国际问题

中失去了权威性，小国得以毫无顾忌地拒绝大国集体照会。不仅如此，同盟三国甚至向奥斯曼帝国

大维齐暗示，当英国主张以武力强迫奥斯曼帝国放弃被占岛屿时，是它们阻止了这一建议。⑥ 德国政

府的言行不仅令稍有缓和的英德关系再次受损，而且表明在爱琴海岛屿争议中，德国已不再是协调

外交的一员，恰如奥意在阿尔巴尼亚边界争端中的行动。
1914 年 2 月 13—14 日，缺乏大国武力担保的集体照会被送达希腊和奥斯曼帝国，⑦后者当天便

拒绝了这份没有效力的文件。⑧ 随后，阿尔巴尼亚南部地区再次爆发动乱，亲希腊分子控制该地并宣

布自治。尽管希腊政府表示与动乱无关并封锁海岸，但并不能打消奥意两国的疑虑。3 月 8 日，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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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战争前后英国的“协调外交”

国集团联合向希腊发出照会，要求其放弃对亲希腊分子的支持，并拒绝任何修改边境的后续谈判。①

这份照会是“协调外交”在巴尔干半岛的“死亡证明”，表明同盟国集团不再认可“协调外交”，并将其

与协约国集团的矛盾公开化。由此，数月内曾多次试图挽救“协调外交”的英国外交部终于承认三国

同盟抛弃了“协调外交”，②而俄国外长则明言这是协约国集团的外交失败，并敦促对同盟国发起反

击。③ 此后，为了反制三国同盟集团的单边行动，英国与法、俄就阿尔巴尼亚边界和阿尔巴尼亚银行

问题展开磋商并决定一致行动。④ 两大集团正式分道扬镳，再也未就巴尔干事务达成一致，而阿尔巴

尼亚边境及爱琴海岛屿归属问题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也未能最终解决。

大使会议结束后，英国放弃了阿尔巴尼亚等问题的主动权，由此导致这些问题成为“协调外交”

中最薄弱的关节。急欲在巴尔干半岛西部扩张势力的奥意两国主动放弃“大国一致”原则。随后，英

德又因竞争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力而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致使两国在“协调外交”框架下合作的可

能性也不复存在，并不约而同地转而巩固与本集团伙伴的关系。自维也纳会议以来，“协调外交”的

多极体系最终在处理巴尔干问题时转变为两极体系。相较后世之国联及联合国，“协调外交”既无固

定条款，也无固定机构，仅靠体系内多个力量相对均衡的政治行为体互相牵制来实现，其行动逻辑

是: 欧洲大国举行广泛的多边协商，借此处理可能危及和平基础的事件。然而，至 20 世纪初，国际政

治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欧洲大陆两极格局已经形成，英国成为仅存的大国利益协调者。而 1914 年 3

月，英国协同法俄反对三国同盟的行动表明，英国放弃了“政治掮客”的角色和地位，欧洲已完全分裂

为两个实力相当且对立的大国集团，“协调外交”最终死亡。

不可否认，“协调外交”从欧洲滥觞到巴尔干落幕，主要原因在于整个国际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

变化，以及英国地位和角色的变迁，体现在巴尔干战争中英国外交取向由“协调外交”向大国结盟转

变，反映了大国兴衰所引发的地缘政治与世界权势的变动。按照霍布斯《利维坦》提出的理论并进行

推演，国际秩序要想避免混乱，必须形成一种均势格局。⑤ 罗伯特·杰维斯也说，“协调外交”模式的

典型特点就是实力均衡。在这种均势格局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稳居主导地位。⑥“协调外交”

机制要想畅通进行，各大国必须自我约束，推动多边外交的顺利进行。

结 语

两次巴尔干战争期间，以格雷为首的英国外交部通过“协调外交”实现英德“亲密合作”，不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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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了“协调外交”机制的有效运作，成功将危机控制在最小范围，也令英德两国关系至少在表面上进

一步缓和，格雷曾表示，“我国与德国的关系得以提升，本人将尽力继续保持两国良好关系”。① 但在

处理危机后续问题时，由于英国急欲从巴尔干事务中抽身，导致在该地区有直接利益的奥意两国失

去约束，率先背离“大国一致”原则; 而英德两国对奥斯曼帝国的争夺则瓦解了“协调外交”赖以维系

的基础。1914 年 3 月，同盟国集团抛开协约国集团单独行动以及后者的反制措施表明，双方利益呈

现完全对立状态，旧欧洲赖以维持和平的“协调外交”机制与多极格局均已不复存在。
“协调外交”处理巴尔干战争危机及其后续问题的教训是，尽管大国之间的协调外交与一致行动

可以解决个别问题，但并没有解决国际体系的根本问题，同盟国与协约国之间分裂且相互猜忌，军备

的囤积和战争的准备工作依然在加速。大使会议可以决定斯库台的命运，也可以创建一个新的阿尔

巴尼亚民族国家，但并不能解决欧洲大国间日益失衡的均势。随着“协调外交”机制被破坏殆尽，大

国间的战争已无可避免，且战争的时刻表大概率取决于下一次危机何时出现。不幸的是，“萨拉热窝

事件”仅在数月后便接踵而至。尽管此一事件由于直接涉及一个大国，较巴尔干战争更为危险，英国

外长格雷也曾幻想再次组织一场“伦敦会议或与之类似的会议”。② 然而，包括格雷在内的各大国外

交官们均未能认识到，在这之前的六个月里，协调的向心力已无力抵抗各国追求自身利益的离心力，

两次巴尔干战争已经为“协调外交”敲响了丧钟，而“七月危机”及随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拉开了国

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新时代的大幕。

［本文作者韩志斌，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张弛，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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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Xunshi， View Disputes， Words Expression and Ｒe-Examination: The Conceptual

Definition and Category of the British Aristocrats in the Modern Times

The aristocrats were concerned in the field of the modern British history as a research object.

However，there was a long-term controversy regarding the conceptual definition，category of the British

aristocrats，which easily confused researchers. It is the first thing for giving a precise definition and

classifying the British aristocrats to analyse those view disputes existing in the academia，understand

the background in which the researchers proposed their ideas，and find out the origins of those

disputes. The second thing is to tease out four related expressions of the aristocrats and distinguish the

meanings of such expressions represented in English. Finally，the new ideas will be introduc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is article. More specifically，the term of the British aristocrats will be analysed from

the aspects of its Chinese meaning and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the role of the group of aristocrats

in modern Britain will be judged thoroughly，and this group will be examined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system of England. Furthermore，it would be more significant to make a more precise definition for the

group of the British aristocrats on the whole considering the background of the transition of the British

society during that period.

Han Zhibin and Zhang Chi，Britain’s“Concert Diplomacy”before and after the Balkan Wars

The crisis caused by the Balkan Wars was a significant node in the process of change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before the First World War. During such crisis，Britain resolved the contradictions

of various parties in the form of a collective meeting among major powers，which not only maintained

the‘Concert Diplomacy’system，but also guaranteed Britain’s interests in the Near East. However，

when dealing with the follow-up issues of the Balkan Wars，Britain gave up the principle of‘great

powers unanimity’and instead acted with the French-Ｒussian alliance in concert. The multi-polar

consultation pattern in Europe has officially evolved into a bipolar pattern，and the system of‘Conc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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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plomacy’collapsed. The lesson of‘Concert Diplomacy’in dealing with the Balkan War crisis and

its aftermath was that the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were not solved，although

coordinated diplomacy between major powers can solve individual problems. The two Balkan wars rang

the death knell for‘Concert Diplomacy’，and the‘July Crisis’and the subsequent First World War

opened the curtain of a new era of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

Xie Guorong，Ｒacial Issues and the Overseas Propaganda of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Early

Phase of the Cold War

During the early phase of the Cold War，the racial issues in the United States not only severely

damaged the American national image and reputation，but also brought shame on its democratic

system. Moreover，racial issues became a hindrance to the American diplomacy，as these issues

intersected with the Cold War competition. Therefore，the U. S. government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ropaganda abroad on civil rights affairs of the black people. It utilised pamphlets and other

measures to conduct overseas information programs and public diplomacy，to broadcast the progress

made by the U. S. in the field of civil rights，and to claim that the story of the American race relations

has been the‘story of progress’. These efforts aimed at highlighting the resilience and corrective

capability of the American democracy，and defending America’s status as the‘leader of the free world’.

But the biggest problem with the American propaganda abroad in this period was that it deviated from

the facts and violated‘authenticity’which is vital to propaganda，and undermines its cred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cannot improve its national image without truly carrying out

practical civil rights reform. Meanwhile，the African Americans were able to gain deep insight into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of the race relations and the predicament of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during

the Cold War as a result of the American overseas public diplomacy. Consequently，within the specific

context of the Cold War，the predicament of the American external propaganda strategy largely aligned

the interests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black in civil rights reform，and became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American civil rights movement，propelling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to fulfill its promise of

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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